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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西北干旱区陆气相互作用野外观测实验”加密观测期间敦煌站的实测资料以及大涡模式，通过一

系列改变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的敏感性数值试验，分析了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对边界层对流的强度、形式，以及

对对流边界层结构和发展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风切变一定，增大地表热通量时，由于近地层湍流运动增强，向

上输送的热量也较多，使对流边界层变暖增厚，而且边界层对流的强度明显增强，对流泡发展的高度也较高。当

地表热通量一定，增大风切变时，由于风切变使夹卷作用增强，将逆温层中的暖空气向下卷入混合层中，使对流

边界层增暖增厚，但是对流泡容易破碎，对流的强度也较弱。另外通过在模式近地层释放绝对浓度为 100 的被动

示踪物方法，用最小二乘法定量地分析了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分别与示踪物抬升效率和传输高度的关系。分析结

果表明，风切变小于 10.5×10−3 s−1时，增大地表热通量加强了上层动量的下传，使示踪物的抬升效率也线性增大；

地表热通量小于 462.5 W m−2 时，增大风切变减弱了边界层对流的强度，从而使示踪物的抬升效率减弱。当风切

变一定时，示踪物的平均传输高度随地表热通量增加而增大，而地表热通量一定，只有风切变大于临界值时，示

踪物平均传输高度才随风切变的增加而增大，而临界风速的大小由地表热通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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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a Large Eddy Model (LEM) and observed data from Dunhuang meteorological station during the 
intensive period of a land–atmosphere interaction field experiment over the arid region of Northwest China, a series of 
sensitivity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surface heat flux and wind shear on the strength 

                                                              
收稿日期  2014-03-27；网络预出版日期  2015-02-05 

资助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275006、41225018、41475095 

作者简介  王蓉，女，1989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大气边界层和沙尘传输等方面的研究。E-mail: wangrong11@lzu.edu.cn 

通讯作者  黄倩，E-mail: qianhuang@lzu.edu.cn 



    大    气    科    学 

Chinese Journa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39 卷

Vol. 39
 

 

732 

and organization of boundary layer convection, as well as the growth of the Convective Boundary Layer (CBL).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creases of surface heat flux with constant wind shear will give rise to a thicker and warmer CBL, 
stronger convection, and larger thermal eddies due to intense surface turbulence transporting more energy to the upper 
layer. On the other hand, increases of wind shear with constant surface heat flux lead to a thicker and warmer CBL 
because of the entrainment of warm air from the inversion layer to the mixed layer, while the boundary layer convection 
becomes weaker with broken thermal eddies. To investigate the quantitative linkage of surface heat flux and wind shear 
with the tracer uplift rate and transport height, a passive tracer with a constant value of 100 was added at all model levels 
below 100 m in all simulations. The least squar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tracer uplift rate increases linearly with the 
surface heat flux when wind shear is less than 10.5×10−3 s−1, owing to the enhancement of the downward transport of 
higher momentum. However, the tracer uplift rate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wind shear when the surface heat flux is less 
than 462.5 W m−2 because of the weakened convection. The passive tracer in the model is also shown to be transported to 
the higher altitude with increasing surface heat flux and under constant wind shear. However, under a constant surface 
heat flux, the tracer transport height increases with increasing wind shear only when the shear is above a certain threshold, 
and this threshold depends on the magnitude of surface heat fluxes. 
Keywords  Large eddy simulation, Boundary layer convection, Tracer uplift rates, Transport height, Least squares fitting 

 

1  引言 
沙尘暴是一种危害极大的灾害性天气，会引起

一系列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如荒漠化、土壤肥力下

降、空气污染等，对人类生命和财产安全都造成了

严重的危害（赵思雄和孙建华，2013）。沙尘气溶

胶的远距离输送，如中国及中亚地区的沙尘，在合

适的条件下可以长距离传输到东亚的韩国、日本

（Tan et al., 2012；Kim et al., 2013），使沙尘暴成为

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另外，沙尘暴在气候

变化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矿物沙尘气溶胶作为地

球气候系统的重要组成之一（IPCC, 2007），一方 
面，沙尘气溶胶的辐射效应直接影响辐射收支平

衡，进而引起区域乃至全球的气候变化（Haywood  
et al., 2005）；另一方面，它可以为冰云的形成提供

凝结核，从而影响云微物理结构、光学特性及降水

形成（Field et al., 2006），对气候变化产生间接的效

应。另外，沙尘气溶胶还为浮游生物提供了必需的

矿物元素（Mahowald et al., 2005），维持了自然界

的生物链。 
国内外学者对沙尘暴的形成机理、远距离输送

以及其对辐射和气候影响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

作，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Yang et al., 2013；
O’Loingsigh et al., 2014）。作为沙尘输送基础的起沙

过程也一直是科学工作者研究的重要内容（李耀辉

和张书余，2007；赵琳娜等，2007，Li and Zhang, 
2014），因为起沙的定量和准确描述是模拟和预报

沙尘浓度的基础（张宏生和李晓岚，2014）。风蚀

起沙是起沙机制的核心内容，影响风蚀起沙的因子

有天气和气候条件、土壤特性、地表特征和实际土

地利用（Shao，2008），其中风和大气边界层结构

是影响风蚀起沙的关键因子，而边界层对流对边界

层结构和发展又有重要影响（Huang et al., 2010；黄

倩等，2014）。近年来边界层对流对沙尘抬升和垂

直传输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Huang et al., 
2010；Bozlaker et al., 2013；Ramaswamy, 2014）。尤

其是在极端干旱的沙漠地区，其夏季晴天边界层厚

度可以发展到 4～6 km（Gamo, 1996；Marsham et al., 
2008a），深厚的边界层对流一方面可以将沙尘传输

到较高的高度（Takemi, 1999），另一方面为沙尘在

水平方向的远距离输送提供了有利条件（Iwasaka et 
al., 2003）。Takemi et al.（2006）模拟研究了中纬度

沙漠地区晴天条件下，由边界层干对流和积云对流

引起的沙尘抬升和传输的动力过程。研究结果表

明，边界层干对流对沙尘在边界层内的垂直混合有

重要作用，而边界层干对流和积云对流的耦合能使

沙尘从边界层传输到自由大气。Takemi et al. 
（2005）的研究还指出，极端干旱的沙漠地区深厚

的干对流活动有利于高空水平动量的下传，使地表

风速增加，从而有助于地表沙尘的抬升。Knippertz 
et al.（2009）认为，撒哈拉西部夜间低空急流造成

的动量下传有利于第二天边界层对流的发展和沙

尘的抬升。而 Todd et al.（2008）对撒哈拉不同测

站的观测研究也证明了边界层低层风速的增加对

于沙尘抬升的重要作用。另外，Huang et al.（2010）
还利用大涡模式，诊断分析了非均匀的地表热通量

对撒哈拉沙漠地区示踪物抬升效率及垂直传输的

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非均匀地表热通量引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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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表风速增大，从而增加示踪物的抬升效率。另

外，非均匀地表热通量引起的局地环流有利于沙尘

从混合层向撒哈拉残留层的传输。虽然这些研究结

果加深了我们对边界层对流对沙尘抬升及垂直传

输影响的理解，但是目前系统地分析不同形式的边

界层对流对沙尘抬升和垂直传输影响的研究较少，

另外，也缺少描述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对沙尘抬升

效率和传输高度影响的定量关系，而这对于深入研

究边界层对流对沙尘抬升效率和垂直传输具有重

要意义。 
敦煌位于我国西北干旱区，气候干燥，又与我

国沙尘天气的高发区南疆盆地接壤，为该地区沙尘

天气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是我国河西走

廊沙尘天气的高发区。敦煌地区白天较强的地表加

热能力和夜间冷却能力造成该地区超厚对流边界

层的发展及演变（张强等，2007；Zhang et al., 2011）。
赵建华等（2011）用热力数值模型对西北干旱地区

对流边界层高度的定量分析也表明感热是西北干

旱区深厚对流边界层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将在这

些研究的基础上，以敦煌地区加密观测期间的实测

资料为背景，利用大涡模式，分析干旱区地表感热

通量（以下称为地表热通量）和地转风切变（以下

称为风切变）对边界层对流强度及对流形式的影

响，并进一步研究不同形式的边界层对流对示踪物

抬升效率和垂直传输的影响，最后定量地给出示踪

物抬升效率及传输高度随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变

化之间的关系。 

2  模式及方法介绍 
本文所利用的英国气象局大涡模式 [Large 

Eddy Model (LEM) Version 2.4 (Gray et al., 2001)] 
是一个高分辨率、非静力平衡的数值模式，可以用

来模拟范围广泛的湍流尺度和云尺度的问题（对模

式的具体描述见黄倩等（2014））。本研究中模式高

度取为 6 km，水平区域为 10 km×10 km，水平方

向采用等距的网格，为 200 m，垂直方向采用随

高度变化的网格距，其中最小的格距在近地面，

约 1.4 m，最大的在 3 km 之上，约为 158 m。模

式中采用了周期侧边界条件和钢性上下边界条

件，为了减少由模式上界引起的重力波反射，在

模式高度约 4 km（约为模式高度 2/3 处）以上应用

了牛顿阻尼吸收层。模式中使用的地表地转风是由

NCEP–NACR 机构的 2.5°×2.5°再分析资料计算得

到的，地转风切变是用小球探空资料 1 km 高度的

风速和地表地转风资料求得。 
本文使用的观测资料是“西北干旱区陆气相

互作用野外观测实验”加密观测期间 2000 年 6 月

3 日敦煌站的位温、比湿探空廓线，以及敦煌双墩

子戈壁站的地表热通量观测资料。大气稳定度是表

征湍流发展的一个重要参数，以湍流能量为基础的

理查逊数（Richardson number）同时包含了影响层

结稳定度的热力和动力因子，其中与热力因子有关

的地表热通量决定了影响边界层湍流发展的浮力

的强弱，而与动力因子有关的风切变能把边界层湍

流（对流）组织成不同的形式（Weckwerth et al., 
1999）。本文将在标准试验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

改变地表热通量强度和风切变大小（具体增加或减

小为标准试验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的倍数见表 1）
的敏感性数值试验诊断分析不同地表热通量和风

切变条件下的边界层对流中，示踪物的抬升效率   

表 1  敏感性试验设计。H 和 S 分别代表地表热通量和风切

变，HC0 和 SC0 分别代表标准试验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

代表有试验，×代表无试验，C1 至 C9 分别代表改变地表热

通量或风切变的试验 
Table 1  The design of the sensitivity tests. H and S are the 
surface heat flux and wind shear, respectively. HC0 and SC0 
represent the surface heat flux and shear from the standard 
experiment, respectively. Symbol √ indicates the experiment 
was performed, and × indicates it was not. C1 to C9 are the 
experiments with different surface heat fluxes or wind 
shears 

      H/HC0      
S/SC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2 1.5

0.0 × × × × × × × × × C1 × × 

0.03 × √ × × √ × × √ × √ √ √ 

0.05 × √ × × √ × × √ × √ √ √ 

0.08 × √ × × √ × × √ × √ √ √ 

0.1 √ √ √ √ √ √ √ √ √ √ √ √ 

0.2 √ √ √ √ √ √ √ √ √ √ √ √ 

0.3 × √ × × √ × × √ × √ √ √ 

0.4 × √ × × √ × × √ × √ √ √ 

0.5 √ √ √ √ √ √ √ √ √ C6 √ √ 

0.6 √ √ √ √ √ √ √ √ √ √ √ √ 

0.7 √ √ √ √ √ √ √ √ √ √ √ √ 

0.8 √ √ √ √ √ √ √ √ √ √ √ √ 

1.0 √ √ √ √ C2 √ √ C3 √ C0 C4 √ 

1.2 × × × × × × × × × C7 × × 

1.5 √ √ √ √ √ √ √ √ √ C8 √ √ 

2.0 C5 × × × × × × C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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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传输高度。为了研究边界层对流对物质传输的 
影响，在模式 100 m 高度以下加入绝对浓度为 100
的被动示踪物。另外，由于研究区域是极端干旱  
的沙漠地区，其波恩比值较大，潜热通量对模拟  
结果影响不大，因此在敏感性数值试验中改变地表

热通量是指改变地表感热通量的大小。本研究的 
试验设计如表 1 所示，其中 C0 代表标准试验（地

表热通量和风切变为实测结果），表 1 中的数字  
代表各敏感性数值试验中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放

大（或缩小）为标准试验中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的

倍数。 

3  模拟结果与分析 
6 月 3 日的实测资料和模拟结果都显示[黄倩等

（2014）的图 1]，07 时[北京时间（BT），下同]，
有 200 m 厚的贴地逆温层，其上是厚度约 800 m、

强度约为 0.02°C m−1
的覆盖逆温层，10 时由于地表

受太阳辐射加热形成的热泡向上发展，对流边界层 
（CBL）的厚度约为 300 m，逆温层之上是一层清

晰可辨的厚度约为 3 km 的近中性分层的残留层。

14 时 CBL 顶已经到达 1100 m 的高度，而且覆盖逆

温的强度也有所减弱。到 16 时边界层对流运动将

混合层与残留层贯通为一层厚度约为 4 km 的超厚

边界层。本文的标准试验是以 07 时的探空廓线为

初始场，模拟的不同时次的位温廓线与实测廓线基

本一致。 
3.1  不同形式的边界层对流 

边界层对流有不同的形式，如无组织的对流

泡、有组织的边界层对流卷等（Etling and Brown, 
1993），而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对边界层对流的强

度和结构有重要影响（Tian et al., 2003; Shin and 
Hong, 2013），因此本文通过改变模式地表热通量 
和风切变大小形成不同形式的边界层对流。图 1 是

不同敏感性数值试验模拟的不同时次的边界层位

温廓线。从图 1 看出，11 时到 14 时，CBL 不断增

暖，而且 CBL 的厚度也在逐渐增大。当风切变一

定，随着地表热通量的增大（试验 C0、C2、C3、
C4），由于近地层热泡获得的能量增多，上冲的高

度也增高，从而使 CBL 变暖且厚度增大。如 14 时

试验 C4（地表热通量增大为标准试验地表热通量的

1.2 倍）的 CBL 的平均位温约是 316 K，而试验 C2
（地表热通量是标准试验地表热通量的 0.5 倍）的

CBL平均位温只有 308 K左右。当地表热通量一定，

随着风切变的增大（试验 C0、C6、C7、C8），CBL
也增暖变厚，另外，还注意到当地表热通量一定，

增大风切变时 CBL 的厚度增长较快，如图 1d 中试

验 C8 的 CBL 厚度约为 1.1 km，而试验 C4 的 CBL
厚度仅有 0.7 km。这主要是因为增大风切变加强了

夹卷层的夹卷效率，使更多自由大气的暖空气向下

混合从而使 CBL 增暖，而且增强的夹卷作用有助 

图 1    不同试验模拟的（a）11 时（北京时间，下同）、（b）12 时、（c）13 时、（d）14 时的平均位温廓线。单位：K 

Fig. 1    Simulated profiles of averaged potential temperature (K) for different cases at (a) 1100 BT (Beijing time, the same below), (b) 1200 BT, (c) 1300 

BT, and (d) 1400 BT  



4 期 
No. 4 

王蓉等：边界层对流对示踪物抬升和传输影响的大涡模拟研究 
WANG Rong et al. Study of a Large Eddy Simulation of the Effects of Boundary Layer Convection Tracer Uplift …

 

 

 

735

于混合层与覆盖逆温层的贯通，从而使 CBL 增厚

（黄倩等，2014）。 
下面进一步分析不同形式边界层对流的空间

分布特征。图 2 是不同敏感性数值试验模拟的 13
时 300 m 高度的垂直速度水平剖面图。从图 2 可以

看出，风切变不变，减小地表热通量（试验 C2），

边界层对流的强度明显减弱（300 m 高度气流的最

大上升速度只有 2.0 m s−1
）；而增大地表热通量（试

验 C4），边界层对流的强度增强（300 m 高度气流

的最大上升速度可以达到 4.5 m s−1
）。当地表热通量 

不变，减小风切变（试验 C6），边界层对流的形式

明显改变，而且对流的强度也较标准试验的略增

图 2  13 时 300 m 高度的垂直速度（m s－1）水平分布。其中，（a）、（b）、（c）、（d）、（e）、（f）分别为试验 C0、C1、C2、C4、C5、C6、C8、C9 的结果

Fig. 2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vertical velocity (m s−1) at 300 m at 1300 BT for experiments (a) C0, (b) C1, (c) C2, (d) C4, (e) C5, (f) C6, (g) C8, and (h) 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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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增大风切变，边界层对流的强度有所减弱，这

与风切变影响湍流涡旋的方向，从而改变边界层对

流的强度有关（Paugam et al., 2010）。另外，增大风

切变，边界层对流出现较弱的有组织的对流卷信

号，如图 2g 上升气流和下沉气流排列较规则，若

将风切变和地表热通量分别改变为标准试验风切

变的 2.0 倍，地表热通量改变为标准试验地表热通

量的 0.8 倍（如图 2h），边界层对流的上升和下沉

气流排列更规则，但是对流的强度较弱（上升气流

的最大速度为 1.6 m s−1
），这与 Weckwerth et al.

（1999）的研究结果一致，即边界层对流卷出现在

地表热通量一定（不小于 50 W m−2
），风切变较大

的条件下。另外，图 2b 和图 2e 分别为只有浮力驱

动和只有动力驱动边界层对流的试验模拟的垂直

速度，可以看出只有浮力和只有动力驱动的边界层

对流泡都比较细碎，但是浮力驱动的边界层对流强

度明显大于动力驱动的边界层对流强度。Moeng 
and Sullivan（1994）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地表热通

量的大小对边界层对流的强弱有重要影响，而不同

大小的风切变会将边界层对流组织成不同的形式。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形式边界层对流在垂直

方向的空间结构，图 3 给出了图 2 中各敏感性数值

试验模拟的 13 时垂直速度垂直剖面图。从图 3 可

以看出，当风切变不变时，增大地表热通量的试验

中（图 3d，试验 C4）边界层对流发展的高度（约 1 
km）大于减小地表热通量试验中（图 3c，试验 C2）

图 3  13 时沿 x=0 m 的垂直速度（m s−1）y−z 剖面图，其中（a）、（b）、（c）、（d）、（e）、（f）分别为试验 C0、C1、C2、C4、C5、C6、C8、C9 的结果

Fig. 3  y–z cross sections of vertical velocity (m s−1) at x=0 m at 1300 BT for experiments (a) C0, (b) C1, (c) C2, (d) C4, (e) C5, (f) C6, (g) C8, and (h) 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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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层对流的高度（约 0.5 km）。当地表热通量不

变时，增大风切变（图 3g，试验 C8）边界层对流

发展的高度减小（约 0.5 km），但是上升气流和下

沉气流排列更规则。另外，从图 3 还可以看出，只

有热力驱动的边界层对流中，对流泡垂直向上发

展，如图 3b 中的热泡与地表基本垂直，而随着风

切变的加入，对流泡发生倾斜，如图 3a 中 y=0 km、

图 3g 中 y=−3.9 km、y=−1.0 km 及 y=4.5 km 处，这

一特点随着风切变的增大更显著（图 3h），这与黄

倩等（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 
图 4 给出了敏感性数值试验模拟的不同形式边

界层对流 13 时示踪物绝对浓度及风矢量随高度分

布的垂直剖面图。从图 4 可以看出当地表热通量减

小为标准试验地表热通量的 0.5 倍时（试验 C2，图

4c），示踪物传输的高度约为 0.6 km，而将地表热

通量增大到标准试验的 1.2 倍时（试验 C4，图 4d），
示踪物传输的高度约为 1.7 km。当地表热通量为标

准试验的地表热通量，风切变减小为 0.5 倍的标准

试验风切变时（试验 C6，图 4f），示踪物可以传输

到大约 1.0 km 的高度，如果把风切变增大到标准试

验的 1.5 倍（试验 C8，图 4g），示踪物传输的高度

明显增大，可以达到约 2.2 km 的高度。图 4b、4e、
4h 分别为只有热力驱动边界层对流（试验 C1）、只

有风切变驱动边界层对流（试验 C5）和有较强对流

图 4  试验 (a) C0、(b) C1、(c) C2、(d) C4、(e) C5、(f) C6、(g) C8、(h) C9 模拟的 13 时风矢量和示踪物绝对浓度的垂直剖面图 

Fig. 4  y–z cross sections of wind fields and absolute concentration of tracer at 1300 BT for (a) case C0, (b) case C1, (c) case C2, (d) case C4, (e) case C5, (f) 

case C6, (g) case C8, and (h) case 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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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的试验（试验 C9）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示踪

物在有较强对流卷信号的试验中传输的高度最大

（约 3.2 km），另外，虽然在只有热力驱动的边界

层对流中混合层的高度（约 0.7 km）大于只有风切

变驱动试验的边界层对流中的混合层高度（约 0.3 
km），但是试验 C5 中示踪物传输的高度可以达到

1.4 km，而在试验 C1 中示踪物的最大传输高度只

有 0.9 km。另外还注意到，增大风切变试验中的夹

卷层厚度都比增大地表热通量试验中的夹卷层厚

度大，如图 4e、4g、4h 与图 4d 中示踪物浓度大于

0.1 的蓝色区域的比较。从图 4 的分析知道，增大

地表热通量和增大风切变都能使示踪物传输的高

度增大，而增大地表热通量主要是增强了边界层对

流的强度，也就是增大了上冲热泡的能量，从而使

示踪物随着强上升气流传输到较高的高度；而增大

风切变主要是增强了夹卷作用、增大了夹卷层厚

度，有利于混合层和覆盖逆温层的混合贯通，从而

CBL 明显增厚，使示踪物的传输高度增大，而且增

大风切变比增大地表热通量更有利于示踪物传输

到较高的高度。在所有不同形式的边界层对流中，

有较强边界层对流卷信号的试验中示踪物传输的

高度最高。 
3.2  不同形式的边界层对流对示踪物抬升效率的

影响 

虽然边界层对流对沙尘的垂直传输有重要影

响（Takemi et al., 2006；Huang et al., 2010），但是

边界层对流对沙尘抬升效率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Marsham et al., 2008b）。Gillette（1978）的研究

结果显示当地表风速大于某一临界值时，沙尘才能

从地表被抬升。全球矿物沙尘的贡献中有 35%是由

对流泡和对流涡旋引起的（Koch and Renno, 2005）。
Marsham et al.（2011）通过定义沙尘抬升潜力，研

究了夏季深对流形成的冷池对西非沙尘抬升的影

响，模拟结果显示气候模式中对对流过程的参数化

导致近 18%的沙尘抬升潜力的减少。本文将定量地

研究不同强度和不同形式的边界层对流对示踪物

抬升及传输的影响。首先采用 Cakmur et al.（2004）
给出的公式： 

2
T( )F u u u∞ −            （1） 

来研究不同形式的边界层对流对示踪物抬升效率

的影响。（1）式中 F 代表示踪物抬升效率，u 是 10 
m 高度处的风速，uT是临界风速，只有 u≥uT时计

算的示踪物抬升效率有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
式中示踪物抬升效率的单位是 m3 s−3

。 
为了更准确地分析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对示

踪物抬升效率和传输高度的影响，利用表 1 中除了

C1、C5、C7 和 C9 四个试验以外的 126 个改变地表

热通量和风切变的敏感性数值试验结果做进一步

的分析。其中风切变取为标准试验 C0 的风切变，

地表热通量在试验 C0 地表热通量的 0.1 倍至 1.5 倍

（最大值为 37 W m−2
到 555 W m−2

）之间变化；地

表热通量取为标准试验 C0 的地表热通量，风切变

在试验 C0 风切变的 0.03 倍至 1.5 倍（0.52×10−3 s−1

至 24.5×10−3 s−1
）之间变化。 

在研究不同形式的边界层对流对示踪物抬升

效率和传输高度影响之前，首先分析了临界风速的

大小对示踪物抬升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图略）

显示临界风速值越大，示踪物的抬升效率越低，这

与（1）式中的理论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另外，改

变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的大小对示踪物总体抬升

效率随临界风速的变化趋势影响不大。 
图 5 是用最小二乘法拟合的 13 时示踪物抬升

效率随地表热通量变化的直线，其中符合拟合直线

变化规律的试验结果用黑色的十字表示，而不符合

拟合直线变化规律的试验结果用蓝色十字表示。从

图 5 可以看出，风切变小于 0.6 倍标准试验风切变

时（黑十字代表的试验），示踪物的抬升效率随地

表热通量的增大而增强，也就是当风切变小于

10.5×10−3 s−1
时地表热通量越大示踪物的抬升效率

也越大，而风切变大于 0.6 倍标准试验风切变的试

验中（蓝十字代表的试验）示踪物的抬升效率与地

表热通量没有这样的变化规律。另外从图 5 还可以

看出，风切变越小（如风切变为标准试验风切变的

0.03 倍），示踪物的抬升效率随地表热通量的增加

而增大得越快。这主要是因为地表热通量越大，边

界层对流的强度越大，越有利于上层动量的下传，

从而使近地层风速增大，导致示踪物的抬升效率增

大；而风切变越小，热力作用越显著，垂直方向湍

流运动增强，也有助于上层动量的下传。图 2 和图

3 的分析结果也显示，增大风切变使边界层对流的

强度减弱，因此只有风切变较小时，示踪物的抬升

效率才随地表热通量的增大而增加。当风切变小于

标准试验风切变的 0.6 倍时，示踪物抬升效率随地

表热通量变化的关系式可以表示为 
F aH b=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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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 表示示踪物的抬升效率，H 表示地表热通

量，a 和 b 是随风切变大小变化的系数。a、b 的取

值范围分别为 3.65×10−2
至 6.02×10−2

、4.88×10−4

至 65.7×10−4
。 

为了进一步分析风切变对示踪物抬升效率的

影响，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图 5 中 126 个试验中风切

变与示踪物抬升效率之间的关系，如图 6。从图 6
可以看出，13 时地表热通量小于标准试验地表热通

量的 1.2 倍（444 W m−2
）时，示踪物的抬升效率随

着风切变的增大反而减小，但是当地表热通量增加

为试验 C0 中地表热通量的 1.5 倍（555 W m−2
）时，

只有当风切变不太大时（小于标准试验的 1.0 倍）

才满足示踪物抬升效率随风切变的增大而减小的

规律。另外还注意到，地表热通量越大，示踪物抬

升效率随风切变的增大递减越快。其中当地表热通

量小于标准试验地表热通量的 1.2 倍，示踪物抬升

效率随风切变的变化规律可以表示为 
2 3

1 1 1 1F a b S c S d S= + + + ,       （3） 
其中，F 表示示踪物抬升效率，S 代表风切变，a1、

b1、c1和 d1是随地表热通量变化的系数。a1、b1、

c1和 d1分别在 4.5×10−2
至 19.1×10−2

、2.84至 16.1、
66.7 至 134.2、2.61×103

至 13.7×103
之间变化。通

过图 2 和图 3 的分析已经知道随着风切变的增大，边

界层对流强度减弱，也就是上升气流的速度减小，这

图 5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的 13 时示踪物平均抬升效率随地表热通量变化的直线。横坐标是地表热通量（H）放大（或缩小）为标准试验地表热通量

（HC0）的倍数，纵坐标是抬升效率 F。其中，实线代表最小二乘拟合直线，黑色十字代表符合拟合直线的试验结果，而蓝色十字代表不符合拟合直

线的试验结果 

Fig. 5   Straight lines (solid) of least square fitting to the tracer mean lifting efficiency (F) vs surface heat flux changes at 1300 BT. The x-axis represents

H/HC0, black (blue) crosses denot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consistent (inconsistent) with the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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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上层动量下传减弱，近地层风速减小，从而使

示踪物的抬升效率减小。而图 6 中显示当地表热通

量为标准试验地表热通量的 1.5 倍，风切变也增大

为标准试验风切变的 1.5 倍时，示踪物的抬升效率

却明显增大，这也许与超强的地表热通量引起上层

动量下传有关。 
图 7 是不同试验模拟的 13 时示踪物平均抬升

效率随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的变化图。从图 7 可以

看出当地表热通量小于标准试验地表热通量的 1.25
倍（462.5 W m−2

）时，示踪物的抬升效率随着风切

变的增大而减小（图 7 中热通量较小的虚线区域）；

风切变小于标准试验风切变的 0.6 倍（10.5×10−3 
s−1

）时，即图 7 中风切变较小的点线区域，示踪物

的抬升效率随着地表热通量的增大而增大。 
3.3  不同形式的边界层对流对示踪物传输高度的

影响 

图 2 和图 3 的结果表明不同大小的地表热通量

和风切变影响边界层对流的强度和形式，从而使示

踪物传输的高度也不相同。为了进一步定量化研究

不同形式的边界层对流对示踪物传输高度的影响，

以不同大小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的敏感性数值试

验结果为基础，利用最小二乘法分别确定地表热通

量和示踪物的平均传输高度以及风切变和示踪物

平均传输高度的定量关系。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文

中示踪物的平均传输高度是用示踪物的平均浓度

小于 0.1 的最大高度确定的。 

图 6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 13 时示踪物平均抬升效率随风切变变化的曲线。横坐标是风切变（S）放大（或缩小）为标准试验风切变（SC0）的倍数，

纵坐标是抬升效率 F。其中，实线代表最小二乘拟合曲线，黑色十字代表符合拟合曲线的试验结果，而蓝色十字代表不符合拟合曲线的试验结果 

Fig. 6  Curves (solid) of least square fitting to the tracer mean uplifting efficiency (F) vs surface heat flux changes at 1300 BT. The x-axis represents S/SC0, 

black (blue) crosses denot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consistent (inconsistent) with the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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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是用最小二乘法拟合的 126 个敏感性数值

试验模拟的示踪物平均传输高度随地表热通量变

化的曲线，曲线用以下三次拟合多项式表示： 
2 3

2 2 2 2h a b H c H d H= + + + ,      （4） 
其中，h（单位：m）是示踪物的平均传输高度，H
（单位：W m−2

）是地表热通量，a2、b2、c2 和 d2

是与风切变大小有关的系数。从图 8 看出，当风切

变一定时，示踪物的平均传输高度随地表热通量的

增加而增大，也就是边界层对流的强度增大，示踪

物传输的高度也增高，这主要是因为边界层湍流将

较大的热量向上层大气输送，使热泡获得了较多的

能量而上冲到较高的高度，示踪物随着热泡上升也

被传输到较高的高度。但是，从图 8 可明显看出示

踪物的平均传输高度和地表热通量的大小之间并

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同样用最小二乘拟合的方法进一步分析地表

热通量一定时示踪物的平均传输高度随风切变的

变化规律，示踪物的平均传输高度可以用下式表

示： 
2 3

3 3 3 3h a b S c S d S= + + + ,       （5） 
其中，h（单位：m）代表示踪物的平均传输高度，

S（单位：s−1
）是风切变，a3、b3、c3 和 d3 是由不

同大小的地表热通量决定的系数。不同敏感性数值

试验模拟的示踪物平均传输高度和拟合曲线如图 9
所示，其中示踪物的平均传输高度用黑色十字表

示。从图 9 可以看出当风切变较小时，示踪物平均

传输高度随风切变增大变化不大，有的略有减小，

而当风切变较大时，示踪物平均传输高度随风切变

的增大而明显增加。如地表热通量为 1.2 倍标准试

验地表热通量、不同风切变的试验中（H/HC0=1.2
的拟合曲线），当风切变小于 0.5 倍标准试验中风切

变时，示踪物的平均传输高度随风切变的增大而略 

图 7  不同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的敏感性数值试验模拟的 13 时示踪物平均抬升效率。点线代表风切变（S）为标准试验风切变（SC0）的 0.6 倍的值，

虚线为地表热通量（H）是标准试验地表通量（HC0）1.25 倍的值 

Fig. 7  Simulated tracer mean uplifting efficiency vs various surface heat fluxes and wind shears at 1300 BT. Dotted line shows S/SC0=0.6, dashed line 

represent H/HC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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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减小；而当风切变大于 0.5 倍标准试验中风切变

时，示踪物平均传输高度随风切变的增大而增大，

尤其是当风切变大于标准试验中风切变时，示踪物

的平均传输高度随风切变的增大迅速增加。另外还

注意到，增大地表热通量，示踪物平均传输高度随

风切变的增加而增大更快。由图 1 的分析知道，增

大风切变使夹卷效率增强，不仅导致 CBL 增暖，

还增大了 CBL 的厚度，因此示踪物也随着 CBL 的

增厚而被传输到较高的高度。为了解释地表热通量

越大，示踪物的平均传输高度随风切变的增加而增

大更快的原因，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地表热通量对应

的增大风切变试验模拟的 13 时平均位温廓线，如

图 10 所示，当地表热通量较小时，热泡上冲的高

度较低，混合层以上的覆盖逆温层的厚度较大，逆

温强度也较大（图 10 中的实线，地表热通量为试

验 C0 地表热通量的 0.1 倍），虽然此时风切变值也

较大，但是混合层中较弱的对流以及覆盖逆温层的

较强逆温和较大的厚度都不利于通过夹卷作用将

自由大气的暖空气向下混合，因此当地表热通量较

小时，虽然增大风切变加强了夹卷作用，但是 CBL
的厚度仍然较小。增大地表热通量，边界层对流的

强度增大，混合层的厚度也明显增大，覆盖逆温层 

图 8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 13 时示踪物平均传输高度随地表热通量变化的曲线。横坐标是热通量放大（或缩小）为标准试验热通量的倍数，纵坐标是

传输高度 h,。其中黑色十字代表不同模拟试验的结果 

Fig. 8  Curves of least square fitting to the mean transmission heights (h) of tracer transport and surface heat fluxes at 1300 BT. The x-axis represents S/SC0, 

black crosses represen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from different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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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度和厚度也都相应减小，此时由风切变引起的

夹卷作用更容易将自由大气的暖空气夹卷向下，从

而使 CBL 增暖增厚，如图 10 中红色点线和红色虚

线（地表热通量分别是试验 C0 地表热通量的 0.7
倍和 1.5 倍）所示。也就是说地表热通量越大，覆

盖逆温的强度和覆盖逆温层厚度都减小，此时增大

风切变使 CBL 厚度增长显著，从而使示踪物传输

的高度也增大，这一结果与黄倩等（2014）的研究

结果一致。 
最后综合分析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对示踪物

平均传输高度的影响。从图 11 看出，风切变和地

表热通量对示踪物平均传输高度的影响与图 8 和图

9 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即风切变一定，示踪物的

平均传输高度随地表热通量的增加而增大；地表热

通量一定，风切变较大时，示踪物的平均传输高度

随风切变的增加也增大（如图 11 中风切变较大的

虚线区域）。值得注意的是，地表热通量的增大对

示踪物平均传输高度的增加没有风切变的限制，而

示踪物的传输高度随风切变的增加而增大是在一

定的风切变条件下成立的，而这一风切变的临界值

与地表热通量的大小密切相关。因为增大地表热通

量有利于垂直方向的湍流发展，从而使示踪物传输

的高度增大；增大风切变有利于水平方向的湍流产

生，而且加强了边界层顶的涡旋运动，增强了夹卷

作用（Kim et al., 2003），而这种夹卷作用只有在混

合层中湍流运动较强时，才能有效地把夹卷的自由

大气中的暖空气向下混合，从而使 CBL 增厚，示

踪物传输到较高的高度。 

图 9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 13 时示踪物的平均传输高度随风切变变化的曲线。横坐标是风切变放大（或缩小）为标准试验风切变的倍数，纵坐标是传

输高度 h。其中黑色十字代表不同数值试验的模拟结果 

Fig. 9  Least-squares fit of curves to the mean heights of tracer transport and wind shears at 1300 BT. The abscissa represents the increased (or decreased) 

times of wind shears; the ordinate represents the transmission height h. Black crosses represent the simulated results from various cases 



    大    气    科    学 

Chinese Journa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39 卷

Vol. 39
 

 

744 

 

图 10  不同地表热通量对应的增大风切变试验模拟的 13 时平均位温廓线。其中实线、点线和虚线分别代表地表热通量为标准试验地表热通量 0.1 倍、

0.7 倍和 1.5 倍的模拟结果 

Fig. 10  Simulated profiles of potential temperature from the experiments with various surface heat fluxes corresponding to increasing wind shear at 1300 BT. 

Solid lines, dotted lines, and dashed lines show H/HC0=0.1, 0.7, 1.5, respectively 

 

图 11  不同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的敏感性数值试验模拟的 13 时示踪物平均传输高度 

Fig. 11  Simulated tracer mean uplifting efficiency for various surface heat flux and wind shear esperiments at 1300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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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利用极端干旱的敦煌地区 2000 年夏季典

型晴天 6 月 3 日野外试验观测的位温、比湿以及风

速探空廓线作为初始化条件，并用实测的地表热通

量驱动大涡模式 LEM，通过一系列改变模式地表热

通量和风切变的敏感性数值试验模拟了不同形式的

边界层对流，并分析了几种典型边界层对流的空间

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不同形式的边

界层对流对示踪物抬升效率以及传输高度的影响，

并分别给出了地表热通量和风切变对示踪物抬升效

率和传输高度影响的定量描述。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当风切变一定时，随着地表热通量的增大，

CBL 变暖且厚度增大，边界层对流的强度也增强；

当地表热通量一定时，随着风切变的增大，CBL 也

增暖变厚，但是边界层对流的强度有所减弱。增大

地表热通量，示踪物被增强的上升气流传输到较高

的高度；而增大风切变增强了夹卷作用，夹卷层厚

度增大，使示踪物的传输高度也增大，而且比增大

地表热通量示踪物传输高度增加得更大。在所有不

同形式的边界层对流中，有较强边界层对流卷信号

的试验中示踪物传输的高度最高。 
（2）当风切变小于 0.6 倍标准试验的风切变

（10.5×10−3 s−1
）时，增大地表热通量加强了上层动

量下传，使近地层风速增大，从而使示踪物的抬升

效率也增大，而且风切变越小，示踪物的抬升效率

随地表热通量的增加而增大得越快。而当地表热通

量小于标准试验地表热通量的 1.25 倍（462.5 W m−2
）

时，由于增大风切变减弱了边界层对流的强度，影

响上层动量的下传，使示踪物的抬升效率减小。 
（3）风切变一定时，示踪物的传输高度随地表

热通量的增加而增大；地表热通量一定，只有当风

切变大于一定值时，示踪物的平均传输高度才随风

切变的增加而增大，而风切变的临界值取决于地表

热通量的大小。增大地表热通量有利于垂直方向的

湍流发展，从而使示踪物传输的高度增大；增大风

切变有利于增强边界层顶的夹卷作用，而这种夹卷

作用只有在混合层中湍流运动较强时，才能有效地

把夹卷的自由大气中的暖空气向下混合，从而使

CBL 增厚，示踪物传输到较高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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